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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控制化石燃料排放、发挥陆地生态系统碳汇(下简称陆

地碳汇)功能, 是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基本路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从全国及省域

尺度上系统评估碳排放和陆地碳汇状况, 对于我国及各省市制定合理的减排规划、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 本
研究基于翔实数据, 对全国和省域尺度1980~2020年间碳排放量、清洁能源减排量、陆地碳汇进行系统概算, 并

评估清洁能源和生态系统碳汇在缓解碳排放、实现相对减排中的贡献(简称减排贡献, 是表征碳中和水平的测

度). 在全国尺度上, 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均表现出显著增长趋势, 但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 省域尺

度上, 多数省份表现出与全国类似的变化趋势, 但省际间差异明显. 过去40年间我国清洁能源的总体减排贡献不

大, 但近年减排贡献显著上升, 已接近当前碳排放量的20%; 省域尺度上, 各省的清洁能源开发状况相差悬殊, 大
多数省份的减排贡献都较为有限. 基于实测数据的估算结果表明, 1980年代~2010年代间, 我国陆地碳汇总量抵消

了同期总碳排放的15.1%; 虽然陆地碳汇呈显著增长趋势, 但由于排放增长更快, 导致碳汇抵消比例由1980年代的

30.5%下降至2010年代的12.9%.在省域尺度上,各地碳汇大小差异较大:碳汇总量最大的为内蒙古,是碳汇最小的

上海的81倍; 各省单位面积碳汇变动于0.04~0.68 t C/(公顷 年)之间, 其中福建最大(0.68 t C/(公顷 年)), 青海最小

(0.04 t C/(公顷 年)), 全国平均为0.22 t C/(公顷 年). 本研究建议在未来减排增汇工作中, 要重点关注能源利用效率

提升, 采取分省份、分区域、分批次地实现碳达峰的策略; 要进一步发掘各省清洁能源开发潜力; 要充分发挥陆

地生态系统的碳汇功能, 采取“最优生态系统布局、最优物种配置、最优生态系统管理”的“三优”生态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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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实现碳汇最大化的目的.

关键词 碳排放, 碳汇, 碳汇管理, 清洁能源, 长期减排, 碳达峰, 碳中和

人类活动所造成的以二氧化碳(CO2)为主的温室

气体排放被认为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1]. 《巴

黎协定》确立了全球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长期

减排目标, 减缓并扭转大气CO2浓度上升趋势成为国

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方向
[2,3]. 这一方面要通过

削减化石燃料使用、提升清洁能源的使用占比、减少

土地利用变化等控制排放, 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各类

碳清除手段, 包括发挥生态系统碳汇功能、实施碳捕

捉、储存及利用(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
rage, CCUS)等工业固碳技术等, 实现CO2的长期固

存
[2,4]. 由于工业固碳技术尚未发展成熟, 削减化石燃

料、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以及发挥生态系统碳汇潜

力, 仍然是当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最主要的途径
[4,5]. 根

据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 GCP)评估,
2012~2021年间全球人为CO2排放量有89%(9.8 Pg C/
年)来源于化石燃料使用; 而人为排放的28%(3.1 Pg C/
年)和26%(2.9 Pg C/年)则分别被陆地、海洋碳汇所吸

收
[6]. 这充分表明控制化石燃料使用、发挥生态系统

碳汇功能, 是人类社会实现长期减排的根本路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同时也是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行动的积极践行者
[7]. 截至目前, 国内学者

已在全国层面上, 围绕碳排放发展趋势与能源结构优

化、清洁能源开发潜力及其减排贡献、生态系统碳汇

潜力评估等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
[8~10]. 但由于实现长

期减排目标是高度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涉及经济、社

会、生态、科技等多个方面, 符合我国国情的实现路

径和落实方案正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之中
[11,12]. 另一方

面, 地方政府作为减排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需要在国

家层面的总体框架下, 依据区域特征制定明确、合理

的发展规划, 从而构建符合自身状况的减排目标和实

施方案
[13]. 然而, 目前少有研究对我国省域尺度的碳

排放、清洁能源减排、生态系统碳汇开展综合性的分

析, 不利于地方政府制定合理的减排目标并推进相应

工作.
本文利用翔实的数据资料, 对1980~2020年间我国

全国尺度和大陆地区31个省份的碳排放量、清洁能源

减排量、陆地碳汇进行系统概算, 分析碳排放变化特

征, 定量评估清洁能源及生态系统碳汇在缓解碳排

放、实现相对减排中的贡献(简称“减排贡献”, 是表征

碳中和水平的测度), 为各地区把握其碳排放、碳汇现

状和碳中和水平提供参考指标, 并据此提出全国和省

域尺度上实现长期减排的建议.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1.1.1 碳排放、清洁能源减排计算相关数据

用于碳排放核算的数据包括化石燃料消费、水泥

产量、水泥熟料占比; 用于清洁能源减排计算的数据

包括清洁电力生产、火力发电标准煤耗. 数据来自历

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

业统计年鉴》《中国建材工业年鉴》《中国电力年

鉴》《中国电力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 数据时间范

围为1980~2020年, 并均采用基于全国经济普查核准

修订后的结果. 受统计资料限制, 部分年份数据存在

缺失, 缺失情况及填补方法见附件方法1. 另外, 因西

藏自治区目前尚未建立能源平衡核算体系, 参照Shan
等人

[14]
的方法进行估算(见附件方法2).

为分析全国及省域尺度的碳排放特征, 采用的社

会经济数据包括1980年不变价格GDP及常住人口数

据, 其中1980年不变价格GDP由当年价格GDP和GDP
指数计算得到, 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

省统计资料.
因统计资料限制, 碳排放计算相关数据均不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1.1.2 基于地面实测资料的碳汇估算数据

基于地面实测资料方法计算碳汇的数据来源及情

况如下. 为与碳排放核算范畴相匹配, 数据均不包括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1) 生态系统类型分布. 对于全国及省域尺度的各

类生态系统类型的面积和分布, 采用最新的1 km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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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全国土地覆盖图
[15], 并综合其他数据进行明确, 具

体方法见附件方法3. 全国及各省的生态系统分布状

况见网络版附表1.
(2) 森林实测资料. 来源于1977~2018年共8期中国

森林资源清查资料. 本文所指的森林包括林分、经济

林和竹林3类, 碳汇估算也按此范围进行. 其中林分数

据为按省份和优势树种统计的面积和蓄积量数据, 经

济林、竹林为按省份给出的面积数据.
(3) 森林、灌丛、草地和荒漠样方数据. 来源于

2011~2015年在全国范围内按统一规程开展的高密度

样方调查
[16]. 其中, 森林共布设7800个20 m×30 m样地;

灌丛共布设1112个样地, 每个样地设3个样方(25 m2);
草地共布设3809个样地, 每个样地沿100 m样带设10
个样方(1 m2); 荒漠共布设243个样地, 样方设置方法

同草地.
(4) 农田土壤及管理数据. 因农田绝大部分作物的

生物量碳在短时间内重新以CO2形式返回大气, 故本

文仅关注农田土壤碳储量及其变化. 本文使用的农田

土壤理化性质、作物轮作、种植模式数据来自Yu等
人

[17], 县级作物平均单产、秸秆还田比例、有机肥投

入量、少/免耕面积等数据取自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

变化司
[18].

(5) 遥感数据. 包括NDVI和EVI两种植被指数.
NDVI数据是由GIMMS工作组提供的1982~2015年
NDVI3g产品, 空间分辨率为1/12°, 时间分辨率为15天,
已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和区域尺度陆地植被覆盖长期变

化监测研究
[19]; 为消除雪和裸土的影响, 去除了多年

平均NDVI值小于0.05的像元
[20]. EVI为MODIS提供的

16天合成数据产品(MOD13Q1 C5), 空间分辨率为

250 m[21].
(6) 气候数据. 1980~2020年的气候数据来自国家

气象信息中心2400个地面气象站点观测数据, 使用

ANUSPLINE软件空间插值获得
[22].

1.1.3 基于过程模型的碳汇计算相关数据

本文采用AVIM2, CEVSA2, BEPS, ORCHIDEE-
MICT等4种生态系统过程模型, 计算陆地生态系统的

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 NEP).
各模型的输入数据包括气候数据、植被分类数据、土

壤质地数据、大气CO2浓度数据等. 各模型的数据输

入情况如网络版附表2所示.

1.2 计算方法

1.2.1 碳排放计算
因对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估算结果涵盖了造林、

毁林等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相关排放因素(1.2.2节), 为

避免重复计算, 全国及分省的人为活动碳排放(ECtotal)
均不包括土地利用变化相关排放, 仅计算化石燃料燃

烧(ECfossil fuel)和水泥生产排放(ECcement), 即

EC EC EC= + . (1)total fossil fuel cement

因全国尺度统计资料较为完整, 故依据清单方

法
[23,24], 对碳排放进行逐年核算. 其中, 化石燃料排放

按下式计算:

( )EC M M CV Ef R= × × × , (2)
i i i i ifossil fuel ,con ,mat ce

式中,Mi,con和Mi,mat分别为第i类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和用

作原材料的消费量, 以标准煤(coal equivalent, ce)计量;
CVce为标准煤热值, 取29306.7 kJ/kg ce; Efi为该种化石

燃料热值排放系数; Ri为该种化石燃料的平均氧化系

数. 水泥生产排放按下式计算:

EC M p Ef= × × , (3)cement cement clinker clinker

其中, Mcement为水泥生产量; pclinker为水泥熟料占比;
Efclinker为熟料排放系数. 式(2)和(3)中各系数及来源见

网络版附表3. 比较表明, 该核算结果与国内外主要碳

排放评估结果具有良好一致性(网络版附图1).
省域化石燃料排放因统计资料缺失, 无法逐年核

算. 对此, 基于式(2)计算的分省结果并结合中国碳排

放核算数据库(CEADs, https://www.ceads.net/)提供的

基于普查修订后的1997~2019年省域尺度排放数

据
[25~28], 采用线性插值方法或采用临近年份比例关系,

对数据缺失年份进行推算. 考虑到各省排放加总结果

应与全国总量一致, 进一步以全国尺度化石燃料排放

为基准, 按比例重新分摊各省排放, 即

EC
ECO

ECO EC= × , (4)i
i

i i
fossil fuel,

fossil fuel,

fossil fuel,
fossil fuel

式中, ECOfossil fuel,i是第i个省份碳排放量的原始测算值;
ECfossil fuel和ECfossil fuel,i分别是全国化石燃料总排放和

该省重新分摊后的排放量. 省域尺度水泥排放采用式

(3)计算, 水泥熟料占比采用当年全国均值.
清洁能源减排量是指使用非化石能源如水能、核

能等替代火力发电时, 因避免使用化石燃料而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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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 即等于同期火力发电获得相等发电量时的碳

排放量. 假定火力发电全部采用煤炭作为原料, 则清

洁能源的减排量按下式计算:

EC PW PC CV Ef R= × × × × , (5)clean clean ce ce coal coal

式中, ECclean为清洁能源的减排量; PWclean为清洁能源

的发电量; PCce为同期全国火力发电的平均标准煤耗;
CVce为标准煤热值; Efcoal为煤炭的热值排放系数; Rcoal
为煤炭氧化系数. 需要说明的是, 省域尺度上的清洁能

源发电量存在跨区域输送和消费, 即本省的清洁能源

发电可能由其他省份消费, 但该部分消费数据缺乏统

计. 为保证全国水平的核算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按各

省份的清洁能源发电量进行估算, 而不考虑跨区域输

送的消费量.

1.2.2 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两种独立的方法对全国及省域尺度的陆

地生态系统碳汇情况进行评估. 一是基于地面实测资

料, 并结合经验模型, 对1980~2020年全国及各省份的

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进行概算; 二是基于生态系统过程

模型, 采用多模型模拟的NEP, 作为反映陆地碳汇功能

大小的指标.
(1) 基于实测资料的概算. 各生态系统类型碳汇的

计算方法如下.
森林:对于林分, 因清查资料中树种、面积、蓄积

量数据完整, 故采用连续生物量因子转换法估测植被

碳库及其变化
[29], 再由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碳汇与植被

碳汇的平均比值1.40[16]估算得到生态系统碳汇. 1994
年起森林清查将林分郁闭度标准由>0.3调整为≥0.2,
为保证可比性, 采用Guo等人

[30]
的方法将1977~1993年

清查资料转换为新郁闭度标准.
对于经济林、竹林, 因清查资料仅有面积数据, 故

采用平均生物量密度法估计其碳库大小. 经济林、竹

林的平均生物量见网络版附表4. 由于经济林、竹林

的凋落物、枯死木、土壤碳汇缺乏研究, 因此仅评估

其生物量碳汇.
灌丛、草地和荒漠: 基于高密度采样的植被碳密

度数据与同期遥感植被指数(EVI或NDVI)建立经验方

程, 再推算得到全国及各省份的灌丛、草地、荒漠生

态系统的植被碳库大小. 根据植被碳库的变化, 以及

我国灌丛、草地、荒漠生态系统碳汇与植被碳汇的经

验比值(灌丛: 2.87, 引自Piao等人
[31]; 草地: 2.48, 基于

本研究结果和Liu等人
[32]

计算; 荒漠: 2.65, 取灌丛和草

地的均值), 推算得到相应的生态系统碳汇.
农田: 采用经实测数据验证的Agro-C模型

[33]
计算

全国及各省份农田的土壤碳密度, 根据农田面积计算

得到农田碳储量, 逐年相减得到碳汇量.
湿地: 采用经过验证、能较好拟合湿地单位面积

NEP的经验方程
[34], 由气候数据和面积数据推算得到

湿地NEP大小, 并以该指标表征湿地碳汇强度.
全国及各省份的陆地碳汇均由上述分类型评估结

果加总获得; 单位面积碳汇由碳汇概算结果与对应区

域国土面积计算获得.
(2) 基于生态系统过程模型的估算. 以NEP作为表

征陆地生态系统碳汇功能的指标, 采用AVIM2, CEV-
SA2, BEPS和ORCHIDEE-MICT等4个生态系统过程

模型, 对全国及各省份1980~2020年间的NEP进行模

拟. 模型的详细信息及参考文献见网络版附表2.
需要说明的是, NEP为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与

异养呼吸之间的差值, 可以反映在没有其他各类因素

影响下生态系统的净碳收支状况. 而在大尺度上, 生

态系统的碳收支状况还会受到各类干扰因素影响, 其

实际固碳量小于NEP, 一般采用净生物群区生产力(net
biome productivity, NBP)进行描述. 在全球及区域尺度

评估表明, NBP通常占NEP的10%~50%[35~37]. 因此, 仅
使用模型模拟的NEP作为全国及各省份陆地生态系统

碳汇功能的指征, 而不用其反映实际碳汇大小.

1.2.3 清洁能源及碳汇减排贡献的定量评估

本文按照如下方法评估清洁能源生产和陆地碳汇

在缓解碳排放、实现相对减排中的贡献. 其中, 清洁能

源的贡献定义为:

CI
EC
EC= × 100%, (6)clean,region

clean,region

total,region

式中, CIclean,region为某一区域(全国或省份)清洁能源生

产的减排贡献, 即因清洁能源开发而避免碳排放在当

前基础上再增加的百分比; ECclean,region和ECtotal,region分

别为区域清洁能源的减排量及实际碳排放量. 陆地碳

汇的贡献定义为:

CI
Sink
EC= × 100%, (7)terre,region

terre,region

total,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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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Iterre,region为该区域陆地碳汇的减排贡献,即其所

抵消的碳排放百分比; Sinkterre,region表示基于实测资料

概算的区域陆地碳汇. 在CCUS等工业固碳技术带来

的固碳量可忽略不计时, 这一指标可作为表征碳中和

水平的测度.

2 结果

2.1 全国尺度碳排放及清洁能源、碳汇减排贡献
概算
2.1.1 碳排放情况

1980~2020年, 我国碳排放量由372 Tg C/年(1 Tg=
106 t=1012 g)增长至2784 Tg C/年, 平均为1392 Tg C/年
(图1A). 人均碳排放量也相应地由0.38 t C/人增长至

1.97 t C/人(图1B). 但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

由8.11 t C/万元下降至1.75 t C/万元(图1C).
我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使用, 过去40年中年

均排放1063 Tg C/年. 从构成上看, 煤炭排放占比一直

处于70%以上, 但近年占比有所下降; 石油排放在12%
~18%间波动, 没有表现出明显时间趋势; 水泥生产排

放占比逐年增长; 天然气排放占比在2005年以后才显

著持续上升(图1D).

2.1.2 清洁能源减排及其减排贡献

1980~2020年, 我国清洁能源大幅增长, 发电量由

582.1亿千瓦时增长至24488.1亿千瓦时. 相应地, 清洁

能源减排量由17.5 Tg C/年增长至510.9 Tg C/年, 平均

减排量136.7 Tg C/年(图2A).
我国清洁能源的减排贡献增长明显. 1980~2009年

间, 我国清洁能源减排贡献平均仅有7%, 即仅相当于

图 1 我国在1980~2020年的碳排放量(A)、人均碳排放量(B)、单位GDP碳排放强度(1980年不变价格)(C), 以及各来源碳排
放占比情况(D)
Figure 1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s (A), emissions per capita (B), emission intensity per unit of GDP (per ten thousand Yuan; 1980 constant price)
(C),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missions (D) in China during 198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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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同期实际排放量的不足10%; 从2010年起, 清洁能

源的减排贡献明显上升 , 至2020年时已达18.4%
(图2B).

2.1.2 生态系统碳汇及其减排贡献

基于实测资料的估算显示, 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在

1980年代~2010年代发挥显著的碳汇功能, 平均强度

约204.9 Tg C/年; 单位面积碳汇大小为0.22 t C/(公顷 年).
过去40年间, 我国陆地碳汇显著增长, 由1980年代的

145.4 Tg C/年上升到2010年代的333.8 Tg C/年(表1).
从生态系统类型上看, 森林是我国陆地碳汇的主

体和碳汇增长的主要贡献者, 平均强度为147.3 Tg C/
年, 由1980年代的86.1 Tg C/年增长至2010年代的

255.5 Tg C/年(表1). 农田同样表现为显著增长的碳汇,
平均强度为30.8 Tg C/年, 由1980年代的20.9 Tg C/年

增长至2010年代的42.2 Tg C/年(表1). 灌丛、草地、

荒漠、湿地的碳汇强度都较小(表1).
基于生态系统过程模型的模拟显示, 1980~2020年

我国陆地生态系统NEP平均为(336.7±166.4) Tg C/年.
其中1980~2000年间表现为不显著的下降趋势,年均减

少1.3 Tg C/年; 2000年后则表现为显著上升, 年均增长

11.4 Tg C/年(图3). 模型模拟的时间趋势与基于实测资

料的测算结果基本吻合.
根据基于实测资料的碳汇估算结果, 1980年代

~2010年代这4个年代中, 我国陆地碳汇可分别抵消同

期碳排放的30.5%, 14.6%, 14.4%和12.9%(表2). 尽管

随着时间推移, 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表现出明显增

长, 但由于碳排放量增长更快, 陆地碳汇在抵消碳排

放中的贡献有所下降.

2.2 省域尺度碳排放及清洁能源、碳汇减排贡献
概算

2.2.1 碳排放情况
概算显示, 1980~2020年间, 碳排放量最高的省份

为山东, 平均为116.3 Tg C/年; 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为

内蒙古, 平均为3.0 t C/人; 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最高的

为宁夏, 平均为10.0 t C/万元. 而西藏在三者上均为最

低, 仅有0.7 Tg C/年、0.2 t C/人、0.7 t C/万元(图4).
过去40年间, 我国大部分省份的碳排放量均明显

增长, 但增长速度相差较大(网络版附表5), 导致省域

尺度碳排放分布格局发生了一定变化, 主要表现为辽

宁、黑龙江、吉林等省份的碳排放量排名明显下降,
而广东、内蒙古、浙江等省份排名上升(网络版附图

2). 但西藏、海南(海南在1988年建省, 故1980年代无

海南数据)、青海始终为全国排放量最低的3个省份

(网络版附图2).

2.2.2 清洁能源生产及其减排贡献

我国省域尺度上清洁能源发展较不平衡 .
1980~2020年间, 31个省份中四川的清洁能源减排量最

高, 平均为20.6 Tg C/年; 天津最低, 仅有0.1 Tg C/年(图
5A).从减排贡献上看,青海省排名最高,其清洁能源的

减排贡献值达68.6%, 即其所避免的排放相当于

1980~2020年近70%的排放量; 但多数省份的清洁能源

减排贡献较为有限, 其中北京、天津、上海不足1%
(图5B).

图 2 1980~2020年我国的清洁能源生产的减排量(A)及减
排贡献(B)
Figure 2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s from clean energy production
(A) and its emission reduction contribution (B) in China during
198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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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近年来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 多数省份清洁能

源的减排贡献有所上升(网络版附图3). 在1980年代,
仅有西藏清洁能源的减排贡献超过50%(网络版附图

3A).而在2010年代,已有青海、云南等4省的减排贡献

超过50%(网络版附图3D).

2.2.3 生态系统碳汇及其减排贡献

基于实测资料的概算显示, 过去40年我国各省份

的陆地生态系统均表现为碳汇功能. 其中, 内蒙古的

陆地碳汇最大, 平均为20.1 Tg C/年; 上海最小, 平均

0.2 Tg C/年, 仅相当于内蒙古的1/81(图6A). 基于生态

过程模型模拟的NEP表现出大致类似的空间格局, 同

样以内蒙古最高, 上海最低(图6B).
从单位国土面积的固碳能力上看, 各省份差异十分

明显, 单位面积碳汇大小变动于0.04~0.68 t C/(公顷 年)

表 1 基于实测资料估算的我国在1980年代~2010年代的各生态系统类型碳汇强度

Table 1 Carbon sink of different terrestrial ecosystems types in China during the 1980s to 2010s, estimated by observation-based methods

生态系统类型
年代碳汇(Tg C/年)

年代平均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2010年代

分类型碳汇(Tg C/年)

森林
* 86.1 74.4 173.0 255.5 147.3

林分 79.9 64.4 169.6 252.3 141.6

经济林 4.8 6.3 −1.0 0.9 2.7

竹林 1.4 3.7 4.4 2.4 3.0

灌丛 9.9 −0.3 8.4 7.6 6.4

草地 18.2 3.1 −1.5 16.5 9.1

荒漠 0.5 0.2 0.2 0.6 0.4

农田 20.9 28.5 31.5 42.2 30.8

湿地 9.8 11.1 12.1 11.3 11.1

总计 145.4 117.0 223.6 333.8 204.9

单位面积碳汇(t C/(公顷 年)) 0.15 0.12 0.24 0.35 0.22

* 经济林和竹林均仅计算植被碳汇

图 3 基于模型模拟的1980~2020年全国尺度NEP变化情
况. 蓝色折线表示4个模型模拟结果的均值, 浅蓝色区域
表示模型模拟的差异(以标准差表示); 1980~1981年仅有
ORCHIDEE-MICT模型给出模拟结果, 故这一时期无标准差
给出 ; 红色虚线和绿色实线分别表示1980~2000年和
2000~2020年的NEP时间趋势
Figure 3 Variation of NEP in China during 1980~2020, derived from
process-based models. Blue line indicates model ensemble mean from
the four process-based models used in this study, while light blue shade
indicate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model estimates; ranges in
1980~1981 is not given as only ORCHIDEE-MICT gives the values for
the two years; red dashed line and green solid line indicate the trends of
NEP during 1980~2000 and 2000~2020, respectively

表 2 我国在1980年代~2010年代的陆地碳汇抵消碳排放的

贡献情况

Table 2 Contributions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 carbon sink in China to
offset carbon emissions during the 1980s to 2010s

年代
碳排放量
(Tg C/年)

陆地碳汇
(Tg C/年)

陆地碳汇减排贡献
(CIterre, %)

1980年代 477.4 145.4 30.5

1990年代 800.9 117.0 14.6

2000年代 1554.9 223.6 14.4

2010年代 2595.6 333.8 12.9

平均 1357.2 204.9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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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其中福建最高、青海最低(网络版附表6). 从生

态系统类型上看, 22个省份以森林为陆地碳汇主体, 3
个省份以农田为主体, 1个省份以湿地为主体; 5个省份

的各类生态系统碳汇占比均在50%以下(网络版附表

6). 从时间上看, 多数省份表现出碳汇功能逐渐增强的

趋势, 与全国总体一致, 其中2个省份从1980年代的碳

源转变为2010年代较强的碳汇, 少数省份陆地碳汇增

加不明显或有所下降(网络版附表7).
根据基于实测资料的概算结果, 从1980年代至

2010年代整体看来, 西藏的陆地碳汇抵消同期碳排放

图 4 31个省份在1980~2020年的平均碳排放量(A)、人均碳排放量(B)和单位GDP碳排放强度(C)排序. 因统计资料原因, 无法
对广东与海南、四川与重庆的行政区划调整进行处理, 故此处排序为按照分省核算结果直接求得(即1990年之前的广东涵盖
现广东省、海南省，1997年之前的四川涵盖现四川省、重庆市; 年代值核算时, 即1980年代广东, 1980年代、1990年代四川
同此处理)
Figure 4 Ranking of provincial C emissions (A), emission per capita (B) and emission intensity per unit of GDP (per ten thousand Yuan; 1980
constant price) (C) during 1980~2020, sorted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Based on the availability of statistical data, it is not feasible to resolve the
issues derived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of Guangdong and Hainan, and Sichuan and Chongqing. Consequently, the ranking is
derived directly from the provincial-level estimating results (that is, per-1990 Guangdong includes both present-day Guangdong and Hainan, while per-
1997 Sichuan includes both present-day Sichuan and Chongqing. When calculating the decadal values, the data for Guangdong in the 1980s, as well as
for Sichua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re treated consist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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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最强, 远超100%; 上海最低, 仅有0.7%(图6C, 网
络版附表8). 在2010年代, 分省格局与过去4个年代的

整体情况大体类似, 但因碳排放量增加, 多数省份陆地

碳汇抵消排放比例有所下降, 减排贡献较之前有所减

少(图6D, 网络版附表8).

3 讨论

3.1 全国及省域碳排放状况及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碳排放大幅上升(图1A和B).
据GCP评估, 1978年我国碳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总量

的7.8%; 人均碳排放量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3, 不仅

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甚至低于古巴、朝鲜等发展中国

家水平; 而到2020年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最

大的国家, 超过美国、欧盟的排放总和; 人均碳排放

量也已达到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水平
[6]. 这与我

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密切相关. 从中长期时间尺度

看 , 以往我国碳排放主要受到经济增长的正向拉

动
[38,39].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和物资的投入,

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化石燃料消耗增长、

水泥等基础建设物资生产规模的扩大
[40]. 因此, 碳排

放增长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过, 我国碳排放的增速要明显低于GDP增速. 据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 1980~2020年间我国GDP的年均

增速达9.3%, 人均GDP年均增速达8.3%. 而本文测算

结果表明, 同期碳排放量的增长仅有5.2%, 人均碳排

放量则仅有4.2%, 均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图1A和B). 这
主要得益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快速下降(图1C).
碳排放强度的变化通常与产业结构

[41]
、能源生产率

或能源强度
[42]

、能源结构
[43]

、城镇化
[44]

等因素相关.
在我国, 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归结于能源

利用效率的提高(即能源强度下降)[42,45]. 统计显示, 我
国每消耗1 t标准煤在1980年仅能产出761元GDP, 而在

2020年可产出3183元GDP(1980年不变价). 这种提升

对于缓解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碳排放量增长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与全国层面的情况相类似, 在过去40余年间, 省域

尺度的碳排放量也表现出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增长的

图 5 31个省份在1980~2020年的平均清洁能源减排量(A)和减排贡献(B)排序. 对行政区划变动的处理方法同图4
Figure 5 Ranking of provincial C emission reduction from clean energy production (A), and the emission reduction contributions (B) during
1980~2020, sorted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The trea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follows the same approach as in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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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31个省份在1980年代~2010年代的基于实测资料概算的陆地碳汇(A)、基于生态过程模型的陆地生态系统NEP(B)、陆
地碳汇减排贡献(C)以及在2010年代的陆地碳汇减排贡献(D)排序. 对行政区划变动的处理方法同图4
Figure 6 Ranking of provincial terrestrial carbon sink estimated from observation-based methods (A) and NEP from process-based models during
the 1980s to 2010s (B), the emission reduction contributions of the terrestrial carbon sink during the 1980s to 2010s (C) and in the 2010s (D), sorted
from the highest to the lowest. The trea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follows the same approach as in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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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网络版附图2和附表5). 同时, 省域碳排放量与各

省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之间在各时期均保持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图7), 这意味着碳排放大省通常也是各时期

内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

间省域碳排放量与地区GDP之间的斜率存在明显下降

的情况, 由1980年代的0.063降低至2010年代的0.013
(图7B~E). 这进一步表明区域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在缓

解碳排放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尽管由于产业结构优

化、经济模式调整等方面的不同, 各省在改进能源生

产率的程度上差异明显
[42], 但仍然在省域尺度上有效

地降低了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依赖程度. 由此不难看

出, 无论是全国还是各省份, 在未来工作中都应继续

对能源利用效率给予高度关注, 通过持续提升能源利

用效率, 摆脱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高度依赖关系.
另一方面, 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单位GDP

碳排放强度3个指标的分省格局存在明显不同(图4),
表明省域尺度上, 各碳排放驱动因子的效应存在明显

的空间异质性
[46,47]. 例如, 过去40余年间, 山东省平均

排放量达116.3 Tg C/年, 在各省排放最高; 但其人均碳

排放量(1.2 t C/人)、单位GDP碳排放强度(4.0 t C/万
元)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相当; 同时, 其单位GDP碳排

放强度下降速度(83%)较全国平均水平(78%)高出5个
百分点. 这表明山东省碳排放量高, 主要是由于其人口

体量、经济规模较大所致; 其发展模式不仅不比其他

省份更粗放, 相反向低碳发展的转型速度比全国平均

水平更快、GDP增长对碳排放的依赖程度更低
[48,49].

而宁夏等省份的碳排放量较小, 主要是得益于其人口

较少、经济规模较小, 可能还不能摆脱对能源密集型

产业的依赖
[47,49]. 这就决定了在未来减碳控排工作中,

各省份既要坚持全国层面的宏观方向、持续提升本区

域的能源利用效率, 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区域特点, 以制

定合理、科学的减排目标和方案.

3.2 全国及省域清洁能源减排状况及其意义

以往部分研究认为, 我国能源结构因素对于碳排

放或者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影响不大
[42,50], 但

这主要归结于我国能源结构长期较为稳定、碳排放主

要由煤炭贡献所导致(图1D). 本文结果显示, 清洁能源

开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过去40余年中碳排放的增

长. 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 1980~2009年间

我国清洁能源的开发程度相对较小, 发电总量不足火

电的1/5. 这仅相当于减少了同期碳排放量的约7%(图
2). 但2010年以来, 清洁能源的开发力度持续加大, 至
2020年时其发电量已占总发电量的31%, 相当于减少

了同期碳排放量的近20%(图2B). 与此同时, 煤炭的相

对碳排放量也出现明显下降(图1D). 这表明开发清洁

能源可以较好地满足经济建设的能源需求, 促进了以

往偏重煤炭的能源结构的优化, 成为在保障经济发展

下控制并削减碳排放的重要途径.
在省域尺度上, 各省的清洁能源开发程度相差较

为悬殊, 产生的减排量和减排贡献也有明显不同. 总

体上看, 清洁能源所带来的减排量主要集中在长江流

域及以南省份, 北方省份相对较少(图5A). 这主要和

我国当前清洁能源以水能为主有关
[51]. 根据水力资源

2003年复查成果, 长江流域的水能蕴藏量、技术可开

发量、经济可开发量都远远领先于其他流域
[52]. 同时,

相较于其他清洁能源, 水电、小水电技术也相对成熟.
这都促进了长江流域及以南省份的清洁能源开发, 也

因此产生了相对较高的相对减排量. 同时, 我国的碳

排放大省, 以及能源结构偏重化石能源、碳排放强度

较高的省份, 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图4A和C), 进行大

规模水能开发的条件欠缺, 无法通过发展水电推动自

身能源结构的优化. 这导致过去40多年中, 多数北方

省份清洁能源的相对减排量很小, 对缓解碳排放增长

的贡献有限(图5B).
但近年来, 随着风电、太阳能电的相关技术逐渐

成熟, 北方地区特别是西北省份的清洁能源开发程度

有所提高, 减排贡献上升明显(网络版附图3D). 例如

《中国电力年鉴》数据显示, 甘肃省2011年风电、太

阳能电合计约71.6亿千瓦时, 仅占全省发电总量的

6.7%; 而2020年已增长至379亿千瓦时, 占发电总量的

比例也上升至21.2%. 因此, 各省份特别是北方碳排放

大省有必要从自身资源禀赋出发, 合理开发清洁能源,
从而推动能源结构优化、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

依赖.
当然, 尽管清洁能源发电过程本身不使用化石燃

料, 但其设备生产、设施建设等阶段仍不能完全摆脱

化石燃料, 会产生一定的碳足迹
[53]. 因此各省份在发

展清洁能源时, 应当综合考虑建设规模、发电效率和

运行周期等因素
[54], 合理规划拟建项目并确保其能够

健康稳定运行, 避免碳足迹过高、减排贡献规模过小

的项目盲目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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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时间段31个省份的碳排放量与GDP和常住人口的关系(P<0.001). A~E: GDP与碳排放量关系; F~J: 常住人口与碳排
放量关系. 对行政区划变动的处理方法同图 4
Figure 7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ovincial carbon emissions and GDP and resident population (P<0.001). A~E: carbon emissions ~ GDP
relationship; F~J: carbon emissions ~ resident population relationship. The treat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follows the same
approach as in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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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全国及省域生态系统碳汇状况及其意义

本文结果表明, 我国陆地碳汇在抵消碳排放增长

上的贡献较为可观. 基于实测资料的估算显示, 在

1980年代~2010年代间, 我国陆地碳汇抵消了同期碳

排放量的15.1%(表2). 基于生态系统过程模型的结果

也显示, 我国陆地碳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抵消的

碳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表1和2, 图3).
我国陆地碳汇的增加可能与全球变化和生态工程

的实施密切相关. 一方面, 大气CO2浓度上升、气候变

化、氮沉降等全球变化要素可促进植被生长, 进而增

强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
[55,56]. 另一方面, 自20世纪70

年代以来, 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 其中大

规模造林工程贡献了70%以上的森林面积扩张
[57], 天

然林保护、退牧还草等工程则通过加强植被封育、减

少人为干扰等举措促进植被恢复和生长
[58,59]. 这些因

素都有助于我国陆地碳汇功能的提升.
由于过去40年中碳排放量增长更快, 我国陆地碳

汇抵消碳排放的比例有所下降, 导致了全国整体碳中

和水平的降低(表2). 但尽管如此, 陆地碳汇在我国长

期减排目标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 国内外评估显示,
如能实施科学的生态系统管理举措, 在减少土地利用

变化碳排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目标化管理, 例如渐

进式造林与森林重建、天然林保护、林火管理、退化

草地修复、湿地修复、农田养分管理、保护性耕作等

举措 , 都可以有效发挥并维持生态系统的碳汇功

能
[10,60~62]. 近期部分研究认为, 通过系统地实施上述

生态建设举措, 至21世纪中叶时我国陆地碳汇可能达

到约470 Tg C/年[10,61], 较2010年代水平再提升约40%.
这可抵消2010年代时期碳排放的18%. 考虑到能源利

用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变革带来的能源转型, 陆地碳

汇的减排贡献还可能进一步上升. 这可以减缓碳排放

带来的气候变化压力
[60], 并为能源转型及其他减排技

术的成熟争取时间
[63].

同时, 充分发挥陆地碳汇功能的各项举措, 也有利

于提升其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如保持水土、防风

固沙等
[64], 形成“一举多得”的效应. 此外, 由于工业固

碳等其他减排技术当前的发展状况要远远落后于预

期
[65], 陆地碳汇很可能决定了我国达成碳中和目标时

的排放空间
[4]. 因此, 充分发挥陆地碳汇潜力对于我国

长期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 充分发挥陆地碳汇潜力, 不意味着

各省份都要制定硬性的增汇目标, 或者追求碳汇的“跨
越式”增长. 本文结果显示, 基于实测资料概算的陆地

碳汇, 与基于过程模型估算的陆地生态系统NEP, 在分

省格局上大体保持一致(图6A和B). 由于NEP表征的是

没有干扰情况下的生态系统固碳量, 可视为陆地碳汇

的潜在上限. 这意味着各省的陆地碳汇实际受到了本

区域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约束, 而这又同区域土地面

积大小以及生态系统类型、气候特征、土壤条件等自

然地理要素密切相关
[66,67]. 同时, 陆地碳汇是动态的,

在未来的气候变化下, 其大小也会随之发生变动, 并

不能始终保持在某一水准
[68]. 如果硬性地规定未来增

汇指标, 就可能导致出现违背科学规律的生态建设,
例如在水资源较为匮乏的地区开展大规模造林等. 以

往实践已经证明, 此类建设不仅不能保护生态环境,
反而可能威胁到整个区域的生态健康

[69,70].
因此, 在未来的生态建设中, 各地区要坚决避免在

缺乏科学评估的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的碳汇工程, 而应

当在摸清自身陆地碳汇家底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实

施科学的生态系统管理措施. 例如, 对于黑龙江、云

南、内蒙古、四川等当前森林面积较大的省份, 应重

点关注于森林保护、林火管理、森林质量提升等方

面, 避免森林碳储量损失并维持乃至提升其碳汇强度;
对于山东、河南、黑龙江等农业大省, 则要重视农田

管理的优化, 通过实施养分管理、保护性耕作等, 在

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提升农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
总之, 各地区应当秉持“保护优先、修复为主”的基本

原则, 从区域自然地理特征出发, 构建可持续的生态

系统格局, 以更好地发挥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功能、

推动碳汇整体的健康提升.

3.4 省域尺度清洁能源和陆地碳汇的减排贡献及
其意义

如前所述, 清洁能源及陆地碳汇对于缓解我国碳

排放增长、实现相对减排均发挥了一定作用. 从全国

尺度上看, 清洁能源的减排贡献呈现增长趋势, 但陆

地碳汇的减排贡献却因碳排放量增长更快而下降. 在

省域尺度上, 大多数省份也表现出与全国层面相类似

的变化趋势, 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从1980~2020年总体情况来看, 清洁能源减排贡献

达到30%以上的省份仅有4个(青海、云南、四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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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 且集中于青藏高原及其周

边; 半数以上省份(17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0%),
多数位于我国中、东部地区, 其中囊括了东北、华北

地区的全部省份和华东地区的多数省份(图5B). 与之

类似, 1980年代~2010年代间, 陆地碳汇减排贡献超过

30%的5个省份(西藏、云南、青海、广西、四川)也均

位于西部地区;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5%)的14个省

份中, 有13个位于中、东部地区(图6C). 此外, 有11个
省份在两类减排贡献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中仅1
省位于西部, 其余则均属于中、东部省份.

这种空间不均衡对于省域尺度碳管理的制度设计

具有启发意义. 考虑到截至2022年底我国CCUS项目

的碳捕集能力也仅约1 Tg C/年[71], 因此本文给出的陆

地碳汇减排贡献基本上就反映了各省碳中和水平的差

异. 具体地说, 我国碳中和水平较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

中、东部, 其中又以环渤海地区和黄淮海地区尤为集

中. 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

业基础较好、人口较多, 能源消费量大, 导致其碳排

放量普遍较高. 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地区开发历史悠

久、自然生态系统破碎, 特别是通常作为陆地碳汇主

体的森林面积小、质量较低, 导致其碳汇功能偏弱;
可利用的清洁能源资源短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

况. 因此, 这些区域很难仅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发掘碳

汇潜力实现本地区的碳收支平衡. 在长期减排工作中,
这些省份必然要面临着更大的减排压力. 这就要求我

们在制定碳中和、碳管理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区域资

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的条件和特点, 做到科学合理、统

筹有序.
当然, 本文对于减排贡献是在假定区域严格实现

碳中和约束下的概算, 并不意味着各省都要按照独自

达到碳中和的状态进行减排.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

政府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是在国家层面的宏观目

标
[72]. 从这一点出发, 在能够确保国家层面目标顺利

实现的前提下, 强制要求各省份甚至各地市、各县区

都在本区域内实现严格意义上的碳收支平衡并无必

要, 也不可能. 对各地区的减碳控排工作搞“一刀切”,
反而不利于我国总体目标的实现, 也损伤我国的产业

和社会经济发展
[73]. 因此, 对于我国中、东部地区碳

中和水平较低的省份, 应当充分考虑其社会经济水平

较高、工业规模较大、人口较多, 且清洁能源开发和

碳汇潜力相对薄弱的现实情况, 允许其在尽可能提升

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提高碳汇功能的情况

下, 依然保有合理的碳排放空间. 与之相反, 工业基础

较差、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西北、西南及东北的一些

省份, 往往有着比较丰富的清洁能源和碳汇资源, 现有

的碳中和水平也较高. 对于这些省份, 要充分发挥它们

的自然资源禀赋, 科学有效地开发清洁能源、提升生

态系统固碳能力, 为实现我国碳中和目标承担更多份

额, 做出更大贡献. 同时, 国家和中、东部地区应通过

生态补偿等方式, 加大对这些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发
展绿色金融等政策和经济手段, 更好地推动这些地区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福祉的提高.

3.5 全国及省域尺度落实“双碳”目标的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 本文对我国在国家和省域层

面“双碳”目标的实施提出以下3点建议.
一是要抓住影响我国碳排放的关键因素, 特别要

重点关注能源利用效率. 在国家层面上, 未来应当通

过加强技术研发、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等举措,加快能

源利用水平的提升, 在保证GDP增长的同时推动排

放强度持续下降, 摆脱碳排放与GDP增长之间的高

度依赖关系. 在省域层面上, 要在国家“双碳”目标的

总体框架下,采取分省份、分区域、分批次地实现碳

达峰的策略,制定符合各省特征的减排目标、路线图

和实施方案. 特别是对于目前化石能源依赖程度较

高, 或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仍需进一步推进工

业化的省份, 要在国家宏观目标允许的前提下, 充分

考虑本省发展内在需求, 不搞强制性、“一刀切”的
减排.

二是要充分利用好我国清洁能源蕴藏量丰富的优

势, 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 在国家层面上, 要制定明

确的能源发展规划, 以提升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

比例为导向, 推动能源结构持续优化, 转变当前偏重

煤炭的能源消费. 在省域层面上, 要充分发掘本省清

洁能源开发潜力, 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火电

有序减少甚至退出, 逐步减少和退出高能耗、高排放

的能源密集型产业; 要在顶层设计的角度上评估各地

区清洁能源发展情况, 做好跨区域大规模清洁电力调

配的建设, 使清洁能源家底较为薄弱的省份和地区也

能逐渐转为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三是要充分发挥我国陆地碳汇潜力. 在国家层面

上, 宜采取“最优生态系统布局、最优物种配置、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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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管理”的“三优”生态系统管理原则, 即首先对

全国生态系统进行生态地理区划, 确定各个区域适宜

建设的潜在生态系统类型; 在此基础上, 确定各地适

宜种植的植物种类, 建设最适宜的生态系统类型; 最

后, 对这些生态系统类型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 以实

现陆地碳汇最大化的目的. 在省域层面上, 要牢固秉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 坚持保护优

先、修复为主的基本原则, 构建“宜林则林、宜灌则

灌、宜草则草”的陆地生态系统整体布局, 实现区域碳

汇最大化. 要消除设定明确增汇目标、追求碳汇快速

增长的错误观念, 坚决杜绝搞“大干快上”的碳汇工程

建设.

3.6 不确定性分析

受基础数据、方法学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

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主要包括全国及省域

碳排放量、清洁能源跨区域运输、生态系统碳汇的估

算结果等方面.
对于碳排放量, 不确定性可能来源于以下3点. 首

先, 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 本文使用的化石燃料消费数

据、水泥熟料占比数据等均存在不完整, 某些年份数

据缺失, 因此本文采用了插值方法对数据缺失年份进

行估算. 这可能导致测算结果与基于实际统计数据的

核算值有所不同. 其次, 本文将化石燃料按照煤炭、

石油、天然气3大类进行核算, 但未考虑同类化石燃

料不同品种、同品种燃料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变

化
[23], 这些也会对核算结果产生影响. 最后, 考虑到统

计数据缺失及修订情况, 以及分省排放量加和应与全

国排放具有一致性, 本文以全国碳排放数据为基准对

各省排放进行了重新分摊. 但以往研究表明, 由于统

计手段自身局限性, 基于全国尺度能源统计核算的排

放量通常会低于基于分省核算结果的统计
[74].

对于清洁能源的相对减排, 本文简化了省际间清

洁能源电力的输送和消费情况, 有可能导致省域尺度

清洁能源减排量和减排贡献的偏估.
对于生态系统碳汇的估算, 本文采用的两种方法

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中, 基于实测资料估算的

不确定性, 主要来源于实测样地抽样产生的取样误

差、经验模型的拟合误差以及模型之间的误差传

递
[31]. 此外, 由于森林清查资料在1994年郁闭度标准

发生转换, 本文采用1994年的双标准数据对早期省域

尺度数据进行了校订; 过去40年间我国一些省份的土

地利用变化情况可能也较为剧烈. 这些因素可能影响

基于实测资料的省域碳汇概算结果的准确性; 特别是

在较早时期如1980年代、1990年代的碳汇概算结果,
可能与部分省域尺度研究的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出入.
另外, 由于实测资料的不足, 现有研究对我国陆地生态

系统土壤、枯死木、凋落物等组分的碳储量估算结果

差异很大
[75], 导致库差方法难以评估这些组分的碳储

量变化. 本文中基于已有大尺度研究结果, 采用了生

态系统碳汇与植被碳汇的经验比值进行估算, 这也是

基于实测资料概算结果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对

于基于生态系统过程模型的估算, 其不确定性的来源

在当前研究中已得到较多分析, 包括模型结构和耦合

模块的不同、参数化和算法的差异、模型驱动数据的

不确定性等, 均可能引起模拟结果的偏差
[76,77].

4 结论

本文对1980~2020年间全国及31个省(区、市)的
碳排放量、清洁能源减排量、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进行

了概算, 分析其碳排放变化特征, 定量评估清洁能源及

生态系统碳汇在缓解碳排放、实现相对减排中的贡

献. 主要结论如下.
(1) 1980~2020年, 我国碳排放量由372 Tg C/年增

长至2784 Tg C/年, 人均碳排放量由0.38 t C/人增长至

1.97 t C/人, 均表现出显著增长趋势. 与此同时, 单位

GDP碳排放强度由8.11 t C/万元下降至1.75 t C/万元.
在省域尺度上, 大多数省份表现出类似于全国的时间

变化趋势, 但省际间在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单

位GDP碳排放强度差异明显.
(2) 1980~2020年, 我国清洁能源生产所带来的减

排量由17.5 Tg C/年增长至510.9 Tg C/年. 清洁能源减

排贡献在1980~2009年间平均约7%, 但近年明显上升,
至2020年已接近同期碳排放量的20%. 在省域尺度上,
大多数省份的清洁能源减排贡献都较为有限.

(3) 1980年代~2010年代期间, 我国陆地碳汇抵消

了同期碳排放的15.1%; 随着时间推移, 我国陆地碳汇

显著增长, 但由于碳排放的增长速度更快, 导致陆地碳

汇相对减排贡献呈下降趋势, 由1980年代的30.5%下

降至2010年代的12.9%. 在省域尺度上, 我国各省份均

表现为碳汇, 但碳汇大小差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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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未来减排增汇工作中, 提出3点建议. 一是要

重点关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 采取分省份、分区域、

分批次地实现碳达峰的策略, 不搞强制性、“一刀切”
的减排; 二是要充分利用好我国清洁能源蕴藏量丰富

的优势, 充分发掘各省清洁能源开发潜力, 逐渐转为

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三是要充分发挥我

国陆地碳汇潜力, 采取“最优生态系统布局、最优物种

配置、最优生态系统管理”的“三优”生态系统管理原

则, 坚持保护优先、修复为主, 杜绝“大干快上”的生态

碳汇工程建设.

致谢 感谢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库(CEADs, https://www.ceads.net/)的全国及省域尺度碳排放数据结果提供者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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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carbon emissions, terrestrial
carbon sinks and their relative contribution to emission reductions

during 198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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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limate change, largely caused by anthropogenic carbon (C) emissions,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critical challenges for human
society. Reducing fossil fuel C emissions, enhancing the prod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lean energy,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terrestrial C sinks, are basic pathways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C neutrality target. To better support the formul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long-term mitigation pathway for China,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 fossil fuel C emissions,
emission reductions from clean energy usage, and terrestrial ecosystem C sinks at both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1980~2020). Additionally, it evaluated the contributions of clean energy and terrestrial C sinks in mitigating C emissions
and achieving relative emission reductions (referred to as “emission reduction contribution”,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 measure of C
neutrality statu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 the national level, both total and per capita C emiss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1980
to 2020, while C intensity per unit of GDP witnessed a notable decrease. Similar temporal trends were found in most provinces, though
variations in the patterns of emission and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were evident among regions. Following the rapid deployment of
clean energy, it has contributed to an emission reduction by approximately to ~20% of national total C emissions in 2020, while the
contribution differed substantially by province due to differences in clean energy availability. China’s terrestrial ecosystems functioned
as a sizable and increasing C sink, offsetting 15.1% of anthropogenic C emissions during 1980s~2010s. However, the emission
reduction contribution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 C sinks (i.e., the ratio of C sinks to C emissions) declined from 30.5% in the 1980s to
12.9% in the 2010s, mainly due to faster growth of C emission compar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C sinks. The size of terrestrial
ecosystem C sinks varied substantially among provinces, with the largest sink in Inner Mongolia and the smallest in Shanghai. The
average C sink per unit area is 0.22 t C/(ha yr) during 1980~2020 at national level, with provincial values ranging between 0.04
(Qinghai)~0.68 (Fujian) t C/(ha yr).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following strategic focus areas for formulating long-term mitigation
efforts.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should be prioritized across the country. Meanwhile, efforts to further explore clean energy
potential and sustainable deploy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all provinces to achieve energy system decarbonization. Provincial
strategies should also accommodate differing peak C emission timelines. Furthermore, the “three-optimal principles” for ecosystems
management—optimizing vegetation goals by region, optimizing species combinations for a given site, and optimizing management
for ecosystems based on their characteristics—are crucial to realizing the full potential in China’s terrestrial C sequestration.

carbon emission, carbon sink, carbon sink management, clean energy, long-term mitigation, carbon peak, carbon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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